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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高强度连片开发、人口密度大、城市功能集中，是我国城市问题表现最为突出的区域范围；着

眼集中于中心城区的大城市病破解问题，开展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合理规模分析论证具有迫切性。本文提出了通勤出行

时间是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合理规模的核心控制因素这一基本判断；采用大数据分析及聚类分析方法，结合城市多类土地

利用的兴趣点数据、街道行政边界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识别了我国10个超大特大城市的现状中心城区范围；基于网络地

图路径规划、手机信令数据校核，分析评价了现状交通效率；以量化分析为基础，获得了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合理规模的论证

结果。研究表明，当前一些超大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范围不能满足以人为本的幸福通勤出行需求；结合未来交通运输领域技

术发展、治理水平提高等因素，13~15 km当量半径是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合理规模范围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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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ultivariate Data and a Traffic Perspective

Lu Huapu 1*, Bai Zhuotong 1, Wu Zhouhao 1, Fu Zhihuan 2

(1.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central area of a megacity, which features high-intensity development, larg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concentrated urban 
functions, demonstrates the most prominent urban problems. Addressing the urban malaise in megacities necessitates analyzing and 
demonstrating the reasonable scale of the megacity central area.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commuting time is the core controlling factor 
determining the reasonable scale of the megacity central area. Combining with point of interest data of multi-type land use and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data for stree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we identified the current central urban areas of ten cities in 
China using big data analysis and the clustering method; their current traffic efficiencies were then evaluated based on path navigation 
data via web maps and mobile phone signaling data verification. Finally, demonstration results were presented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Our study shows that the current central areas of the ten megacities cannot satisfy residents’ need for a proper commuting 
time; considering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in the level of governance, 13 ‒ 15 km is the upper 
limit of equivalent radius for the central area of a meg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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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新型城镇化进行了

部署，“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指出了领域

发展方向。超大特大城市作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极，

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最主要驱动力。然而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提升，城市规模趋于扩大，而以交通拥堵

为标志的大城市病问题凸显；尤其是中心城区，作

为大城市病的集中发生地而需获得特别关注。以北

京市为例，2020年行政区划人口超过2189万，但是

超过60%的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区，对应的面积仅约

占全市的 6%；中心城区范围虽小，却是城市发展

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关键所在，也是交通拥堵等“大

城市病”的集中发生地。

控制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合理规模，是新

时期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内容，对于提升城市居民幸

福感至关重要 [1]。在相关规划研究中，中心城区范

围多采用由行政手段确定的边界（如北京市规定了

中心城区为城六区）或以交通环线作为边界（如上

海市的中心城区为外环高速以内）。根据城市实际

发展需要，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也在

不断调整。目前关于城市规模的研究多见于城市规

模分布[2,3]、城市规模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后者的

研究因素有经济 [4]、人口 [5]、创新 [6]、交通 [7]、

就业 [8,9]、生态[10]等，相应数据来源可概括为行

政区域数据、人口密度数据、灯光数据、交通通勤

数据（含效率、通勤比例）等 [11~13]。可以看出，

既有研究多以人口、行政区划面积（辅以地域特征

数据）来分析城市，而对功能和人口最为密集的中

心城区开展的实证分析有所不足。有关中心城区的

认知多样，而对大多城市而言中心城区的面积范围

没有定数；因而界定中心城区的内涵、开展基于实

证研究的中心城区范围识别方法，进而提出控制其

合理规模的举措建议，对我国超大特大城市的科学

发展至关重要。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与中心城区相关的用语较

多（如核心区、主城区、建成区），各自的概念内

涵不同，也不显清晰严谨；因而采用既有用语（概

念）不便于深入开展有关城市问题的对比研究，也

难以精准分析城市发展演化的实际过程，进而影响

了城市发展规划与政策研究的成效。本研究认为中

心城区的内涵可界定为：位于超大特大城市核心

的，具有高人口密度、城市设施与服务完善的连片

城市空间区域；以此规避可能的概念认知混乱，将

超大特大城市经济集聚意义上的城市区域“独立出

来”进行深入探析。

与通勤时间长度相关的交通效率问题是本研究

的关注点。尽管影响交通效率的因素很多，但交通

速度是公认的首选指标，所采用的交通速度指通勤

交通“门到门”的全程速度；对于不同交通方式出

行的通勤者，则采取加权平均速度，相应权重为不

同交通方式的分担率。需要说明的是，合理规模的

大小与城市居民的认知程度、发展水平存在强关

联。本研究着重从交通视角开展探讨，提出通勤时

间长度是判断一个城市规模是否合理的关键指标。

可以推论，未来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管理水平的

提高，居民对美好生活判断准则的变化，合理城市

规模也将是动态变化的。

二、研究思路

（一）实证研究的分析思路与方法

立足以上中心城区的内涵，本研究设计了基于

大数据的中心城区范围识别算法，据此可动态掌握

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发展演化实际状态，对城市

发展过程进行动态分析诊断。研究思路如图 1 所

示，首先，在案例分析中，选取10个超大特大城市

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多种土地兴趣点（POI）数据、

街道精度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等多元地理信

息的融合，进行了城市中心城区范围识别方法的验

证。接着，研究结合地图导航数据系统分析了城市

的出行效率，并通过北京与东京综合交通效率对

比，找出差距。最后，立足于未来我国城市结构和

交通结构优化、交通装备技术水平和治理能力提

高，分析确定了交通效率提高系数，确定了超大特

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合理规模。

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现状范围识别方法

如下。

（1）在各案例城市 200 m×200 m栅格尺度下统

计综合POI（包括住宅楼栋、公司企业、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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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服务/生活服务）数量。

（2）参考地理统计学中Getis-Ord Gi*热点分析

方法 [14]，识别具有统计意义的热点栅格。

（3）统计城市街道范围内热点栅格数量占比，

获得街道热度分级（0~100）。分级 0表示该街道无

热点栅格，分级100表示该街道内全为热点栅格。

（4）中心城区范围识别确定。对任一城市，确

定某个临界热度等级后，就能对应确定一个唯一的

中心城区范围。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确定

某个城市中心城区范围大小的临界热度等级。本研

究采用了通过具有中心城区调查数据的对象城市标

定临界热度等级，即选取与该城市公布的建成区中

心部分（剔除外围组团后）的面积最接近的连片范

围所对应的热度等级为临界热度等级。然后以该临

界热度等级为判断准则计算识别中心城区范围的

方法。

具体来说，本次研究以街道为计算单位，首先

计算每个街道的热度值，当该值大于等于临界热度

等级且位于中心连片区域时，就将该街道纳入所识

别的中心城区范围的热度栅格面积进行加和计算，

这样就可以识别研究对象城市对应的中心城区范

围，即该中心城区范围内热点栅格面积之和即为识

别中心城区面积。根据GIS数据、街道热度分级等

多源数据，选取中心连片热点街道范围作为识别现

状中心城区范围，并统计对应的中心城区面积。

在识别中心城区范围的基础上，对中心城区的

交通效率进行全景式扫描。计算方法如下。

（1）采用地图坐标拾取系统，定位街道中心点

坐标，以街道中心点坐标为圆心，提取圆心 3 km

范围内的居住性质POI（作为通勤出发点）以及就

业性质POI（作为通勤到达点）。将POI配对形成起

讫点（OD）出行分布数据对，并采用手机信令数

据进行校核。

（2）通过地图路径导航接口爬取高峰时段出行

图1　基于多元数据的超大特大城市合理规模研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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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获取工作日早高峰以轨道交通、公交、小汽

车为代表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与距离，具体包含首

末端、换乘、主线全过程出行链的距离与时间信息。

（3）对出行距离与时间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获

取各城市中心城区范围不同交通方式（小汽车、轨

道交通、公交）的交通效率。结合各个城市统计的

实际出行分担率，对小汽车、轨道交通、公交的出

行速度进行加权获得综合交通速度，作为城市的综

合效率。

（二）国内外对通勤时间与城市居民幸福感关系的

研究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通勤时间的长短

是决定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关键要素。2002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

事物教授Daniel Kahneman [15]于 2004年在 Science

上发表的文章，通过昨日重现法研究发现，在人类

16种主要的日常活动（包括工作）中，最令人厌恶

的是上下班通勤。尽管日常生活中不同活动的效

用会影响个人的幸福体验，但上下班通勤活动的

影响最为显著。Stutzer发现通勤时间越长，个人幸

福感越低。同时，通勤时间不仅是主观感受的需

要，对于身体健康和生理健康也有重要影响 [16]。

Choi 等 [17]考察了通勤时间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结论表明，通勤时间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

关，通勤时间是决定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更进一步，国内外学者对于通勤时间的可接受

程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通勤时间40 min及以上

将显著影响通勤者的满意程度。Smith根据美国波

特兰的网络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当美国员工的

汽车通勤时间达到40 min时，通勤幸福感负作用开

始显著，并证明只有 40 min这个 “转折点”是重

要的 [18]。何明卫通过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调查的

方式对于昆明市的通勤时间容忍界点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在 30~40 min区间的比例最大，为 27.6％ 

[19]。通勤时间 40 min已经在国外较多研究中作为

长通勤出行的门槛值。如 2013年，Cassel等[20]分

析了瑞典找工作的人对于长时通勤的意愿，以通勤

长于 40 min（单程）为长通勤出行，研究了性别、

受教育程度、家庭有小孩对于长距离通勤意愿的

影响。

综合分析，为实现“人民满意”城市的发展目

标和追求，可以确定40 min为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

区单程可接受的通勤时间上限。

三、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范围识别及分析

（一）实证研究算法可行性分析

作为识别对象选取的10个超大特大城市的基本

情况如表1所示。首先对实证研究算法的可行性和

有效性进行分析验证，检验方法是将识别得到的中

心城区范围与中心城区现状范围的一致性程度进行

对比分析。从分析结果看，对比郑州官方公布的中

心城区范围，本研究计算得到的热点分布密集且连

片，识别结果与实际情况一致。除中心城区外，周

边的航空港组团、郑汴 ‒ 中牟组团、上街 ‒ 荥阳组

团也出现了热点集中的情况，特别是上街 ‒ 荥阳组

团的形态与组团间为农业用地的实际情况相一致。

以成都市为例，成都中心城区现状面积为688 km2，

与识别的 675 km2基本一致，其他城市也得到了类

似结果。

从以上对比分析的结果可知，研究提出的基于

大数据的中心城区范围识别算法能够较为客观地反

映真实情况，具有可行性。方法优点总结如下。

（1）客观性：通过热点刻画和反映中心城区经

济繁荣、人口密集、商业发达、活动集中等城市中

心区特征具有客观和实时的特点，其内涵符合国内

外对城市中心城区的总体理解。结合大数据从人的

实际出行行为出发，量化识别了超大特大城市经济

聚集意义上的城市区域，为解决超大特大城市的主

要矛盾提供参考，能够支撑城市发展动态跟踪、孪

生分析、规划评价、发展引领的综合作用。

表1　选取研究对象城市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城市

北京市

成都市

上海市

广州市

武汉市

西安市

郑州市

沈阳市

哈尔滨市

长沙市

人口/万人

2189.3

2093.8

2487.1

1867.7

1232.7

1218.3

1260.1

907.7

1001.0

1004.8

所属地理大区

华北地区

西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华中地区

西北地区

华中地区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中地区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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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准性：栅格层面的热点计算、街道等级

的密度聚类方法可以根据研究目的进行深化和细化，

适应各种目的的分析研究，可以精细化体现空间单

元客观特征，比基于行政区划给出的结果更加精准。

（3）可靠性：由于城市区域用地特征的不连续

性，直接通过统计热点栅格中心连片区范围可能导

致识别偏差，如某些中心城区因河流和楔形绿地等

的存在使得部分范围不连续而不被记入。本研究首

先判断该栅格是否为热点栅格。为提高判断精度，

在判断对象栅格是否为热点栅格时，不但要考虑该

栅格自身，同时也要考虑该栅格周边一定范围内的

其他栅格（500 m）的 POI分布情况，按照统计学

概率公式综合计算该栅格是否为热点栅格。本研究

确定最为接近现状中心城区范围的热度级别为临界

热度级别，然后计算临界热度以上的全部连片街道

的热点栅格面积之和，即得到了中心城区的面积范

围识别值，从而保证了中心城区范围识别与中心城

区发展现状的一致性（如郑州热点范围西北侧由于

贾鲁河及沿线绿化带存在，导致该侧须水街道、梧

桐街道、枫杨街道热点栅格与中心组团产生分离，

如果仅按热点栅格中心连片区作为中心城区识别结

果，则这几个街道内大量热点栅格将被剔除出中心

城区范围，但实际该几个街道热点栅格比例均较

高，且紧邻中心片区，本研究中上述各街道就纳入

了中心城区范围）。

（4）动态性：本文基于大数据分析，综合了土

地利用POI数据、GIS等数据，可以根据研究实际

需要制定城市发展变化专题分析，不受数据壁垒、

采集手段的限制。

（二）中心城区范围识别结果

为表达方便，将识别后得到的面积（空间范

围）转化成等量的虚拟圆的面积，即A=πr2，其中A

为识别的中心城区面积，r为当量半径，π为圆周

率。本研究采用当量半径来描述中心城区的合理规

模。10座城市中心城区现状的当量半径在10.69 km

（长沙）到 17.54 km（北京）之间，中心城区当量

半径的平均值为 13.12 km，各个城市的当量半径

见图2。

需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

鉴》统计的建成区范围，包括集中连片的部分以及

分散的若干个已经成片建成部分，市政公用设施和

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这与本研究所定义的中

心城区范围不同，本研究所要识别的范围是城市病

集中发生的中心城区部分，不包括远离城市中心的

分散的建成区面积。

图 3所示为各城市现状识别的中心城区与建成

区面积的对比。各城市识别中心城区面积与统计年

鉴的建成区面积有一定差别，证实了我们前述的分

析论证和定义说明。其中北京、广州建成区面积由

于包含较远市辖行政区（其中北京包含外围房山、

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共 249.92 km2，广州包含

外围从化、花都、增城、南沙共 545 km2）等，明

显大于识别得到的中心城区面积，而成都、哈尔

滨、长沙的识别中心城区面积则与公布建成区面积

相当，因为这些城市的建成区基本都集中在中心部

位呈连片区域，属于本研究定义的中心城区范围

内。识别结果说明本研究采用的识别方法与实际情

图2　10个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现状当量半径

图3　识别得到的各城市中心城区面积与建成区
面积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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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基本一致。

（三）交通效率

中心城区的出行效率情况如表 2所示。单一方

式来看，上海的小汽车以及公交、北京的轨道交通

的效率最高。从加权交通效率来看，10个城市交通

效率最高的三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而

沈阳、西安、哈尔滨三个城市的交通效率较低。应

从交通供给、需求与管理等方面，完善基础设施、

优化交通出行结构、提高智能交通水平，以实现更

高的交通效率。

根据路径规划获取的早高峰实际出行数据，统

计计算早高峰出行的通勤时间，本研究得到了中心

城区范围所有通勤出行时间的现状平均值。图4展

示了10个研究对象城市的平均通勤时间分布，图5

展示了 40 min 以内的通勤出行占总通勤出行的比

例。从绝对值来看，北京、沈阳、上海、成都、武

汉、广州、西安出行时间均大于40 min。出行时间

过长与中心城区规模、土地利用形态、职住均衡程

度等均相关。从满足40 min以内通勤比例和平均通

勤时间的情况来看，西安、长沙尽管城市规模不

大，但是超过40 min通勤的比例却很高，说明其相

对于其他城市交通效率较低，需要加大力度优化土

地利用形态，促进实现职住均衡、同时需要采取综

合措施提高交通效率。

在同样的通勤时间目标下，城市规模可以通过

改善土地利用、交通结构、交通效率和交通治理能

力等综合对策进行优化，以使在同样的通勤时间目

标下交通系统能够支撑更大的城市规模。

四、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合理规模确定

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合理规模研究的目的是

提供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即将门到门的通勤时间

控制在理想范围内。如前所述，已有研究表明，不

同规模城市大家所能接受的最长通勤时间不同，超

大特大城市可接受的门到门通勤时间最长以不超过

40 min为上限。

有了这个判断标准，研究需要确定我国中心城

区交通效率的现状以及到了目标年以后，我国城市

的交通效率会有多大程度的提高。因为，给定一个

城市的交通需求特性（主要是城市居民出行的空间

分布特性）和交通效率之后，合理的中心城区范围

就确定了。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我国

超大特大城市未来的交通效率值。由于采用数学模

型预测未来交通效率极其困难，故本研究采用了将

北京与东京进行比较分析的案例分析法。从北京和

东京早高峰的交通效率比较（见表 3）可知，北京

表2　10个城市出行效率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郑州

长沙

武汉

沈阳

西安

哈尔滨

速度/（km·h-1）

小汽车

14.98

17.09

15.71

16.43

16.50

14.77

15.07

14.21

14.72

14.44

轨道交通

20.30

17.49

17.21

16.62

19.91

16.89

16.18

14.67

15.62

15.45

公交

15.70

14.10

13.70

13.50

11.20

12.30

13.10

11.30

11.70

12.30

加权速度/

（km·h-1）

16.60

16.30

15.40

15.40

15.00

14.70

14.50

14.00

13.80

13.40

图4　10个城市平均通勤时间情况

图5　40 min以内的通勤出行占总通勤出行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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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效率（门到门）为20.3 km/h，东京轨道交

通效率（门到门）为30.8 km/h，东京的效率是北京

的 1.5倍。东京小汽车的平均速度是 22.1 km/h，北

京是15.2 km/h，大约也是1.5倍。

可以认为，我国城市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通过

治理能力提高、运行组织优化、智慧交通发展、交

通结构调整和土地利用形态优化之后，在交通运行

效率等方面能够达到日本东京的水平。然而，有些

方面不仅仅取决于技术进步和治理能力提高，还与

我国国情以及城市发展演化过程息息相关。本研究

结合我国城市当前的城市用地特点、交通结构和交

通运行效率现状及其可能的优化提升程度以及不同

城市的提升潜力差别，参考现状东京效率是北京1.5

倍的基本情况，分别取1.2~1.5的效率提高系数（部

分城市中心城区已发展较为成熟，提升潜力较小）。

在综合考虑到效率提升系数后，分别计算中心

城区满足门到门40 min通勤的当量半径，其与现状

中心城区范围的现实情况对比如表4所示。中心城

区效率提升后的当量半径为 11.78~17.16 km，平均

值为13.42 km。从中心城区现状面积与提升后满足

40 min通勤目标的合理面积比较也可看出，既使考

虑城市结构、交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交通技术进步

与治理能力提高的可能效果，北京、上海、广州、

成都的中心城区合理当量半径仍低于现状当量半

径，说明上述城市现状中心城区规模不仅已超出合

理规模，同时也已大于未来交通效率提高后可以达

到的合理规模，故应严格控制中心城区的范围。因

此，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考虑到效率提

升后中心城区合理规模依然大于现状的城市，建议

要控制中心城区规模。

对于武汉、西安、郑州、沈阳、哈尔滨、长沙

等考虑到效率提升后中心城区范围仍有一定发展空

间的城市，不应认为中心城区还可以任意扩大，因

为超大特大城市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功能定位和

发展条件不同，中心城区的发展规模也应该不同。

本文研究的结论是超大特大城市的最大规模，并不

意味着所有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目标就是本文的最

大规模研究结论。应通过充分提高治理能力、优化

交通运营组织等，实现幸福通勤、美好城市生活的

目标，而不是盲目走向极限规模，同时通过完善城

市空间用地布局严格保证城市中心城区规模不超过

极限规模上限。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目的是支撑超大特大

城市中心城区合理发展规模引导的政策制定，所以

论文侧重研究和回答了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最

大规模限制问题，并不是通过优化方法给出最

优解。

五、结语

进入城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提高城市居民的

幸福感是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根本要求。提高城

市治理水平，破解交通拥堵、缩短通勤出行时间、

提高城市出行的便捷程度，是新时代我国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根本思想在城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研究确认通勤时间是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合理规

模的重要控制因素。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基于大数

据的中心城区范围识别方法，该方法具有广泛的适

用性和有效性。

基于本研究结果建议，未来超大特大城市中心

城区的合理规模上限（即当量半径，计算获得中心

表3　东京都市圈与北京都市圈交通效率对比分析

指标

1 h通勤半径/km

轨道换乘距离（平均值）/m

末端步行距离（两端之和）平均值/m

末端步行距离（两端之和）最大值/m

轨道运营模式（大站快车）/（km·h-1）

小汽车效率/（km·h-1）

东京

30.8

78.0

1230.0

2310.0

58.6

22.1

北京

20.3

220.0

1220.0

2750.0

—

15.2

注：早高峰出行时间、距离等信息由地图路径规划API爬取而来，作者对这

些信息加以计算，得到2021年北京、东京的交通效率。

表4　中心城区效率提升后的合理规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城市

北京

成都

上海

广州

武汉

西安

郑州

沈阳

哈尔滨

长沙

当量半径/km

现状

17.54

14.66

14.46

14.07

12.54

12.15

11.82

11.69

11.56

10.69

提升后满足

40 min

17.16

14.22

14.14

13.89

13.06

12.85

12.98

12.10

12.04

11.78

面积/km²

现状

966

675

657

622

494

464

439

429

420

359

提升后满足

40 min

925

635

627

606

536

519

529

460

455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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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合理面积后进行了虚拟圆面积当量换算后的虚

拟中心城区半径）以 13~15 km为宜，这是考虑了

城市形态、路网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优化提

升、治理能力及效率提高后的综合结论。由于目前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尚不完善，运行效率普遍不

高，只有大力度落实公交优先政策、不断完善公共

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建设、提高智能交通水平、大力

度改善末端交通系统，进一步提高交通效率，才能

实现上述合理规模上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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